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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
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关系

——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王 凯 1，朱芳书 1，甘 畅 1，席建超 2

（1.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为案例地，综合运用SBM模型、改进的熵值法

与耦合协调模型，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

征。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整体及各分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均呈波浪式变化，湖北

片区、重庆片区以及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呈上升态势，而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略有

下降；（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不耦合、不协调的县域单元主要集中在武陵

山片区中部，数量逐年减少，实现耦合和协调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并向边缘地带形成集聚态势；

（3）不耦合失调（类型1）向耦合协调（类型2）转变是核心转变路径，促使类型2的地区数量显著

增多，并逐渐在研究区域边缘形成带状分布。研究可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和跨越贫困陷阱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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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国家方略提出以来，旅游产业逐渐成为众多贫困地区提高居民收入、优

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跳出贫困陷阱的主要路径之一。武陵山片区作为我国精准

扶贫的主战场，其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返贫问题突出，发展传统产业难以实现

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良好的自然环境、醇厚的民族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旅游产业逐

渐成为片区摆脱贫困黏性的重要支撑。但是，旅游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进而逐渐演化为“荷兰病”型旅

游地[1]。因此，如何在充分发挥旅游经济减贫效应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

构，已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和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继 Ashley 等 [2]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和 Sofield 等 [3]提出“可持续旅游减贫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Eliminating Poverty，ST-EP）”后，旅游扶贫效应成为学术界新

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和非经济视角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考量。旅游扶贫

经济效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和降低贫困人口失业

率[4,5]等。然而，受参与机会较少和参与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逐

渐被边缘化[6]，致使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精英俘获与权力寻租等问题频发[2,7]。

关于旅游扶贫非经济效应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旅游扶贫开发可加强贫困人口教育、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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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文化交流、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等[8,9]；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在贫困地区开展

旅游活动可能导致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不均、激发主客矛盾等问题的出现[10]。与此同

时，旅游扶贫效率作为衡量旅游扶贫效果的重要指标，也引起大量学者的关注。在研究

内容上，已有研究聚焦于旅游扶贫效率评价[11,12]、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探析[12]

以及旅游扶贫效率与贫困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的关系[13]等；研究方法以DEA模型为主，鉴

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随机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干扰，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SBM模型和

Super-SBM模型来测度效率[12,14]；研究视角兼顾宏观层面上的国家[15]和微观层面上的县域

单元[13]。此外，旅游扶贫效率作为贫困地区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映射，与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密切相关，且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已经得到了相关学者的阐释[16,17]。

耦合协调模型可用于探寻两系统之间基于某种性质的联系而发生的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相互促进以至协同演化的现象和过程[18]。然而，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将产业

结构作为旅游系统的影响因素来分析[19]，鲜有学者从系统的角度探析产业结构和旅游扶

贫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此外，现有研究以宏观定性描述为主，重在从理论上分析

两者的耦合机理，缺乏借助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基于此，在两系统相互作用机理剖析

的基础上，测度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和旅

游扶贫效率，继而利用协整检验探寻两系统是否具备长期关系，最后采用耦合协调模型

及地区类型转换分析短期关系，揭示其协调发展现状与演进规律，以期为武陵山片区及

其他连片特困区实现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双向协调，最终顺利跨越贫困陷

阱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武陵山片区属中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囊括湘、渝、鄂、黔四省的

71 个县 （市、区），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42 个，以下称为“国家级贫困县

（市、区）”。2011—2017年，武陵山片区内的贫困人口从793万减少到188万，贫困发生

率由 26.3%降至 6.4% （但仍高于 3.1%的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减贫 101 万人，减贫率

21.3%，片区减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①。2006—2017年，武陵山片区 42个国家级贫困县

（市、区）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均值分别为 227945 万元、403174 万元和

505981万元，整体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但各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不同，分别

为 0.115%、0.171%和 0.170%。以武陵山片区的 42 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有两层含

义：一是作为特殊贫困地区的代表，其旅游扶贫和产业结构具有典型性，可为该片区及

其他地区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有效借鉴；二是能够提高研究的靶向性，发展县

域经济是实现贫困县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有助于细化和落实连

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规划。

1.2 研究方法

1.2.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指以技术进步为动力，推进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低效

① 数据来源于2018年11月28日在贵州铜仁召开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联系工作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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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向高效率、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的过程，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

考量[20]。

（1）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合理配置区域生产要素、提高各产业协调能力和产业间关联水

平的动态过程，本文采用泰尔指数RIS来度量武陵山片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21]，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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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第 i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个）；Y、L分别表示产值（万元）和就业人数

（个）；Y/L则表示生产率水平。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部门间的

生产率水平相同，即Yi/Li=Y/L，意味着RIS=0；相反地，如果产业结构处于非均衡状态，

则RIS不为0，表示产业结构不合理。RIS值越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越高。囿于数据

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县域单元的第一、二、三产业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2）产业结构高级化

已有研究多采用非农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例来评价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但是，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显著特征是“经济结构服务化”，

传统的度量方法难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这种倾向加以界定。鉴于此，本文采用第三、二

产业的产值之比反映武陵山片区“经济服务化”演变进程[21]。

（3）改进的熵值法

信息熵主要用来反映系统的无序程度。熵值法利用信息熵对指标赋权，在客观赋权

法中应用较为广泛。为避免指标中的负值或极端值影响测度结果，对相关数据预先进行

标准化处理，称为改进的熵值法[22]。研究借鉴袁航等[23]的做法，选用泰尔系数的倒数和

第三、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来计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计算步骤

如下：

① 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x '
ij =

xij - xj min

xj max - xj min

（2）

式中： x '
ij 为数据标准化后的值；xj min为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xj max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

xij为第 i个被评价对象的第 j项指标值。

② 计算第 j项指标的第 i个评价对象所占比例 yij ：

yij =
x '

ij

∑
i = 1

m

x '
ij

（3）

③ 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 ej 和差异性系数 d j ，公式如下：

ej = -k∑
i = 1

m

yij ln( )yij （4）

d j = 1 - ej （5）

式中：k=1/lnm，k为常数；m为样本数（个）；dj为差异性系数，越大，该指标越重要。

④ 得出第 j项指标的权重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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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 =
dj

∑
j = 1

n

dj

（6）

⑤ 最后，采用加权求和计算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公式如下：

Ui =∑
j = 1

n

x '
ijwj ( )i = 1, 2, ⋯, m (7)

式中：Ui代表第 i个地区综合评价指数；n代表指标个数（个）。

1.2.2 旅游扶贫效率测算

（1）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已有研究，基于数据的科学性、可获得性与可计算性，选取替代性指标构建旅

游扶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两个角度对产出指标进行选取：一是从衡量地区经济带

动效应和居民现实生活水平的角度出发，人均GDP是个相对客观的指标；二是从衡量脱

贫效果的角度出发，贫困居民的人均收入能够直观地反映旅游扶贫产生的经济效益[11-13]。

由于我国贫困人口主要来自农村，所以产出指标由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投

入指标的选取也从两个角度考量：一是借鉴已有研究，选取武陵山片区各国家级贫困县

（市、区）的游客接待量为投入指标，来反映旅游产业综合带动成效；二是考虑到本文的

研究重点是旅游业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影响和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故选择旅游综合收

入作为另一个投入指标，以充分体现贫困县内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11-13]。考虑到与产出指

标相对应，最终确定的投入指标为人均游客接待量和人均旅游综合收入。

（2）基于产出导向的SBM模型

产出导向的模型设定是：确保在现有投入的前提下扩大将来产出，符合贫困地区旅

游产业发展状况。Tone[24]在 2001年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比传统的DEA

模型测度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更具优势。因SBM模型采用各项投入可

缩减的平均比例来测算无效率，并将松弛变量直接放入目标函数中进行考虑，提高了测

度结果的客观性和实际性。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DMU有 i种投入，r种产

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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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式中： ρ*
0 表示效率值； s+

r 表示产出 r的松弛变量； yr0 表示当前决策单元的产出； xi0 表

示当前决策单元的投入； s-
i 表示投入 i的松弛变量；xij、yrj分别表示第 j个决策单元的第 i

个投入变量和第 r个产出变量；λj表示参照集内各要素的权重。

1.2.3 耦合协调模型

在社会学领域中，学者们通常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

客观事物称之为耦合，耦合度主要反映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程度[25]。模型为：

C = { }( )U1 × U2 [ ]( )U1 + U2

2
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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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代表耦合度，区间为 [0, 1]，值越大意味着耦合度越高；U1、U2分别代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指数和旅游扶贫效率值。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效率存在差异，

可能会出现两系统水平皆偏低，但耦合度却较高的情况，致使计算结果偏离实际。为避

免此类现象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进一步构建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判别协调状况

的优劣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D = ( )C × T
1/2

（10）

T = αU1 + βU2 （11）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区间为 [0, 1]，值越大意味着协调程度越高；T为综合协调指

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在本文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效率相辅相

成，不可偏废，故借鉴常见做法选取α=β=0.5[26]。基于参考文献和计算结果的双重考量，

将耦合度划分为5个阶段，0~0.2为高度不耦合阶段，0.2~0.4为不耦合阶段，0.4~0.6为低

度耦合阶段，0.6~0.8为中度耦合阶段，0.8~1为高度耦合阶段；将协调度划分为 7个等

级，0~0.2为极度失调，0.2~0.4为中度失调，0.4~0.5为濒临失调，0.5~0.6为勉强协调，

0.6~0.7为初级协调，0.7~0.8为中级协调，0.8~1为优质协调[26,27]。

1.3 数据来源

基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选择以2006年作为研究起点。数据资料主要取自

2007—2018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

鉴》《贵州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区）所属地级市统计年鉴（2007—2018年）、各

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2017年）、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

等。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相关经济指标数据均折合成 2006年的可比价进行计

算；针对个别缺失数据，主要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完善。

2 结果分析

2.1 耦合机理分析

2.1.1 长期均衡关系检验

（1）平稳性检验

为判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效率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对两变量的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平稳，因为数据不平稳可能存在伪

回归现象，影响最终结果。因此研究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

数和旅游扶贫效率的对数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1可知，两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在

一阶差分时均拒绝原假设（有单位根），即经过一阶差分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平

稳，符合协整检验条件。

（2）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表 2），假设协整等式个数为 0时，迹统计量和最大特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变量

dlnX

dlnY

ADF检验

-4.7411

-5.1999

P值

0.0066

0.0112

结论

平稳

平稳

PP检验

-9.3986

-5.7994

P值

0.0000

0.0057

结论

平稳

平稳

1621



35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征值统计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假设协整等式个数为 1时，接受原假

设，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为深入探讨两系

统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2.1.2 耦合协调机理阐述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旅游扶贫效率提供有力支撑的路径如下：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区域经济质量得以提升，交通、餐饮、住宿和游乐等基

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对于改善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提升地理区位偏僻地区的吸引力

等具有重要作用[28]；并且进一步保障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客源市场的拓展

与延伸，为旅游扶贫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26]。

（2）伴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区域生产性服务行业得到快速发展，技术、

资源、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贫困地区形成集聚。这为贫困地区旅游发展提供了安

全、卫生、通讯等方面的支持，为区域劳动力质量和数量提供了保障[29]；尤其是提升了

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旅游服务质量，推动旅游吸引力攀升、旅

游经济稳步提振[30]，为旅游扶贫效率的改善提供物质基础。

（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和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可显著提

高贫困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制度层面激发劳动力工作的积极性。

这将推动相关旅游就业人员作出更大的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间接拓展旅游扶贫效率的

提升空间。

（4）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会增强贫困地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因为第三产业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快速发展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拓宽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最终改善区域

旅游扶贫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于 2016年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检测报

告》中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乡村旅游就业贡献度为35%，而乡村旅游贫困人口的就

业贡献度高达75.1%。

随着旅游扶贫工作的开展，武陵山片区整体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明显好转。研究

证实，2001—2014 年间，片区一、二、三产业结构百分比由 35∶30∶35 调整到 20.2∶

37.7∶42.1，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持续攀升，产业结构向高级化与合理化方向发展[31]。旅游

扶贫效率提升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

（1）消费是助推国民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旅游扶贫的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的直

接影响就是增加贫困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4]，以此倒逼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而且由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2）旅游扶贫效率攀升有益于提高贫困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助推区域

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使其充分发挥旅游乘数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进程。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旅游扶贫项目的推进，一些地

区的农户开始专门种植当地土特产品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并从中获得了较好的经济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Table 2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协整等式个数

None

At most 1

迹统计量

20.6112

1.6358

P值

0.0077

0.2009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18.9755

1.6358

P值

0.0084

0.2009

结论

拒绝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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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32]。

（3）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必然带来较高的旅游收益，目前旅游收益甚至成为部分地方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30]。伴随旅游产业发展增加的财政税收，会强化企业和政府加大对

旅游及相关产业的资金支持[12]。而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可直接推动

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

（4）旅游扶贫效率的提高亦可促

使贫困地区的技术、信息、人才等生

产要素形成集聚与扩散，地区经济的

对外开放程度也将随之提升，能够大

力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

化进程[26]。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

扶贫效率的耦合协调路径见图1。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与旅游扶

贫效率的时间演进特征

由图 2可知，武陵山片区整体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的波动变化较为

复杂。纵观研究期，发现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指数波动幅度不大（2006年、

2017年分别为0.553、0.552），整体上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从分片区角度来看，湖南

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变化趋势呈“W”型，2006—2012年平缓下降，2013年达到

峰值，2014年急剧下降后开始反弹，研究期末呈现出良好的上升趋势；湖北片区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指数在2010年略有回升，其他年份均呈下降态势，或因居民消费水平低、人

才资源缺乏、外商直接投资不足等，湖北片区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众多制约；重庆片区

内，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表明该片区贫困县

第三产业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贵州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在2006—2008年间呈下

降趋势，2009年达到峰值，2009—2013年再次下降，2013年至研究期末缓慢上升，期末

较2006年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略有上升，表明该片区的产业结构在研究期内得以优

图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机理

Fig.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图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和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特征

Fig. 2 The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ex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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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升级。

2006—2017年，旅游扶贫效率均值在0.218~0.428之间，尚处于低水平状态。由图2

可知，武陵山片区整体旅游扶贫效率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0年之前小幅下降，或

是前期旅游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等原因所致；2010年之后发展趋势良好，呈持续上升态势。分片区来看，旅游扶贫效率

值基本呈现重庆片区>湖南片区>湖北片区>贵州片区的分布格局。重庆片区的旅游扶贫

效率在研究期内增长幅度最大，由 0.171上升到 0.756，从 2008年起就显著高于整体水

平。或因该片区将旅游扶贫专项资金与高山移民、产业发展、整村扶贫和扶贫培训等项

目资金进行整合，建成了石柱大黄水和黔江后坝等旅游扶贫示范区，促使第三产业尤其

是旅游业长足发展，产业结构因此得以优化调整，为旅游扶贫效率提升提供了有力保

障。湖南片区旅游扶贫效率呈无规则动态变化特征，效率值在0.3左右浮动，与生产前沿

面存在较大差距，原因在于该片区内的贫困县（市、区）大多属于“大湘西地区”，其经

济发展水平低、交通条件差、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是典型的“贫中之贫、坚中

之坚”，旅游扶贫项目深入推进面临诸多困难。湖北片区效率值2009年显著上升，主要

得益于旅游扶贫开发系列举措不仅推动了旅游产业发展，还带动了关联产业尤其是第三

产业的稳步提振，成功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多元产业的转变，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

增长。贵州片区旅游扶贫效率2011—2016年间大幅上涨，而其他年份均呈下降趋势，该

片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导致效率值2011年之前持续下跌，旅游产业对贫困

人口的带动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2.3 耦合阶段的时空格局

依据等分原则，选取 2006年、2010年、2014年和 2017年的耦合数据进行空间可视

化分析，发现42个贫困县（市、区）主要表现为高度不耦合、不耦合和低度耦合三种类

型（图3）。时序演变上，2006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扶贫效率高度不耦合的县域单

元占总数的14.29%，不耦合的县（市、区）占比为64.29%，说明该时间节点上武陵山片

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和旅游扶贫效率处于错位状态；2010年处于耦合阶段的地区仅

有7个，而未实现耦合的县域单元占比为83.33%，明显高于2006年；2014年未实现耦合

的县（市、区）下降到52.38%，仅剩下永顺县和凤凰县为高度不耦合；2017年不耦合县

（市、区）占比下降到40.48%，其中处于高度不耦合县（市、区）数量下降为0，处于耦

合阶段的贫困县数量明显增多。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扶贫效率之间的耦

合水平逐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凤凰县的耦合度始终偏低。侧面证实，凤凰县属于典

型的以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县域单元，其旅游经济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较大，容易导致生产要素过多地集中于旅游业而忽略其他产业同步发展的状况，很可能

演化为“荷兰病”型旅游目的地。

空间分布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阶段的县际差异显著，在

空间上具有梯度变化趋势，基本呈现“边缘>中部”的空间格局（图3）。高度不耦合的县域

单元呈小规模的碎片状分布，初期包括永顺县、凤凰县和新化县等地，随着时间演进数

量逐渐减少。不耦合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片区中部，如酉阳县、彭水县和

龙山县等，呈大范围的面状分布，集聚现象明显。低度耦合类型的县域数量较研究期初显

著增加，并由零散的点状分布转变为较为密集的面状分布。总体而言，实现耦合的县

（市、区）多分布在研究区域的边缘地带，不耦合向耦合转变通常发生在已处于耦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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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周边的县域单元。或因这些县域单元产业结构合理或旅游扶贫效率突出，以领先于其

他贫困县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并围绕它们形成集聚势头；抑或是研究区边

缘的县（市、区）与邻近非贫困县发展要素的交换更频繁、对外开放程度更高，集聚现

象更容易发生，所以这些贫困县的产业结构和旅游扶贫之间能够产生较强的动态关联。

2.4 协调等级的时空演变

整体来看，前期主要表现为中度失调和濒临失调；末期则以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

中级协调为主（图4），说明该片区产业结构变迁与旅游扶贫效率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

图3 耦合阶段的时空格局演变

Fig. 3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coupl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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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协调发展状态得以优化。时序演变上，2006年和2010年均以中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为

主，分别占 76.19%、80.95%，但是 2010 年处于中度失调的县 （市、区） 数量多于

2006年，诸如武隆县、道真县、务川县、沿河县等由濒临失调降为中度失调；2014年协

调和失调的县域单元分别占50%；2017年实现协调的贫困县数量占比达到64.29%，如鹤

峰县、石柱县、丰都县等县市产业结构与旅游扶贫效率协调度不断上升，达到中度协调

阶段。随时间推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和旅游扶贫效率失调地区明显减少，协调地

区显著增多。因为已实现协调的贫困县（市、区）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

图4 协调等级的时空格局演变

Fig. 4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coordin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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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方面做出较大贡

献，为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发挥出的带动效应促使协调关系相同的

地区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集聚。仍需注意的是，凤凰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

效率不仅耦合度低，协调等级也偏低，这是凤凰县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而忽视其他产

业发展的现实反映。

空间分布上，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效率的耦

合度与协调度在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县域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显

著缩小，由2006年的0.515降至2017年的0.389；42个县域单元耦合协调等级的空间分异

现象明显，基本呈现由边缘向中间递减的梯度变化。由图4可知，由不协调向协调转变

的县域单元往往在地理位置上相毗邻，且多处于武陵山片区边缘地带。或因片区中部为

贫困县（市、区）集聚区，受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差、产业布局不合理、对外开放程度

低、农户收入来源单一等因素的制约，生产性服务行业发展受限，难以为旅游扶贫效率

的提升提供物质基础；同时，也阻碍了旅游扶贫助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导致产业

结构和旅游扶贫之间的同频共振面临诸多难题。

2.5 地区类型转变分析

前文已将耦合度分为5个阶段，但是42个贫困县（市、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

和旅游扶贫效率主要处于高度不耦合、不耦合和低度耦合阶段，所以这里将其归纳为不

耦合阶段和耦合阶段；同样地，把协调度分为两个等级，即失调和协调。将耦合度与协

调度的分类两两组合，划分武陵山片区各贫困县的耦合协调类型，即不耦合失调型（类

型1）、耦合协调型（类型2）、不耦合协调型（类型3）、耦合失调型（类型4）。

为勾勒其动态变化路径，分别把2006年和2017年武陵山片区各国家级贫困县（市、

区）的耦合协调类型在地图上表达出来（图5）。从数量变化角度看，类型1在2006年有

31 个，表明耦合是实现协调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不能耦合则失调的概率越大，到

2017 年该类型地区下降为 15 个；类型 2 最为理想，2006 年该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有

8个，2017年已增加到25个，占比达到59.52%；石柱县和保靖县在2006年是类型3，由

图4可知，虽然这两个贫困县在2006年实现协调，但其协调等级仅为“勉强协调”，表明

如果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和旅游扶贫效率不耦合或耦合水平较低，也有可能

实现协调；只有隆回县在2006年属于类型4，由图3、图4可知，隆回县一直在不耦合和

低度耦合、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之间切换，整体耦合、协调程度偏低。此外，目前的转

换主要立足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如类型1大量减少，促使类型2数量显著增多。说

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和旅游扶贫效率的耦合协调程度越低，越容易实现类型转变，

这也从侧面揭示出两系统具有耦合协调的长期均衡趋势。

从空间布局来看，在短期内快速实现等级跨越的贫困县多位于武陵山片区的边缘及

内部毗邻县域，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由转型路径可知，大多数县

域单元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或旅游扶贫效率波动幅度不同，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表现

为跳跃式升级，而非循序渐进。总体而言，长期均衡关系辅之短期波动状态，可清晰地

刻画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旅游扶贫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由低水平非均衡状态逐步过渡

到高水平均衡发展的演进过程。初期虽然出现低度耦合协调的状况，但长期以往作用力

逐渐均衡，两者发展逐步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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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探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扶贫效率之间的关系，基于协整检

验和耦合机理分析，对两系统的长期耦合协调关系和短期类型转化的时空分异规律进行

探寻。主要结论如下：

（1）武陵山片区整体及各分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呈无规则变化，未来发展趋

势不明显。片区整体旅游扶贫效率偏低，但发展趋势稳中向好；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在

研究期末略有下降，而湖北片区和重庆片区的上升态势显著。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贫

困地区扶贫开发过程中，要积极促进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避免出现因旅游业一

家独大而形成的“荷兰病”型旅游目的地；同时，借助“旅游+”带来的发展机遇，优化

区域产业结构，助推贫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旅游扶贫效率而言，应深刻把握精准

扶贫内涵，适当扩大旅游产业规模，充分发挥旅游经济的乘数效应；同时，加强武陵山

片区内的旅游扶贫合作，从信息共享、客源互推、品牌共建和利益共享等角度出发构建

区域旅游扶贫协作机制，以期拓展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空间、优化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

率的空间格局。

（2）研究期内，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扶贫效率长

期互动关系良好，实现耦合、协调的贫困县数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攀升。空间分布

上，武陵山片区各贫困县耦合阶段与协调等级的地域差异显著，基本呈“外围>中部”的

空间梯度变化，实现耦合、协调的地区在片区边缘形成带状集聚，而未实现耦合、协调

的地区集中在武陵山片区中部。得到的启示是：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图5 2006—2017年武陵山片区国家级贫困县耦合协调类型转换与时空格局演变

Fig. 5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conversion 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national-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from 2006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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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相互割裂，否则可能会导致县域单元经济增长失去活力，阻碍贫困县实现脱贫致

富。因此，应充分发挥产业结构的正向外部效应，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旅游扶贫效

率的耦合互馈，重构与优化两系统间的耦合路径与空间分布格局，从而促使各贫困县对

毗邻地区旅游带动效应的空间结构向辐射式网络化格局优化。

（3） 2006年有31个贫困县（市、区）属于类型1，2017年减少到15个；类型2的地

区由8个攀升到25个；类型3的地区数量较少，2006年、2017年均有两个；仅有隆回县

在研究期初属于类型 4。其中核心转变关系、也是最理想的转变路径是类型 1转向类型

2，意味着耦合协调关系的短期波动与长期互动趋势一致，产业结构变迁与旅游扶贫效率

实现了同频共振。各类型贫困县的发展路径应有所差异，类型1的地区应致力于创新旅

游扶贫开发模式，确保资源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遵循产业结构

变动规律，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最终促使其向类型2转变。类型2的贫困县应继续保

持旅游业在发展规模与产出水平方面的优势，提升发展潜力，为旅游扶贫效率拓展提供

持续稳定的动力；同时，注重盘活人才、信息、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进一步完善贫困

县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体系、吸引高素质人才，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拘囿于相关统计口径的缺失，文中选取替代性指标测度旅游

扶贫效率，测度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状况。但如若

待相关统计数据逐渐完善，采用直接指标评价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或能使研究结

果更具适用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在未来的研究中也可采取实地调研等方式进一步

探索两系统微观层面上的关系；在研究内容上，也应针对两系统耦合协调驱动机理进行

深入细致研究，据此识别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连片特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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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level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WANG Kai1, ZHU Fang-shu1, GAN Chang1, XI Jian-chao2

(1.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the three-year campaign against poverty. Sinc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put forward,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1631



35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become one of the crucial avenues through which residents increase their income,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scape the poverty trap. It is therefore

urgent to stud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Taking the 42 national

poverty- stricken counties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as examples, the SBM model and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are applied to measure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ex, respective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then employed to describe the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ex of the study area

as a whole and each sub-area shows irregular change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s not

obviou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declined slightly at the end of the sample

period in Hunan and Guizhou subareas, while Hubei and Chongqing subareas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2) The uncoupled and uncoordinated county uni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and the number of units decreased

annually. The number of counties that achieved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presented an agglomeration trend to the edge zone. (3) The transition from

uncoupling disorder (type 1) to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2) is the core transformation path,

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of type 2 regi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gradually

formed a band distribution at the edges of the study area.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should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two- way

radia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and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This would reconstruct and optimize the coupling path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two, which enabl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In turn, this realizes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poor areas and allows for smooth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SBM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uling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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